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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危不救行为非犯罪化理论辨析

◆李云飞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３００１３４)

【摘要】见危不救行为与刑法意义上的不作为犯罪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举手之劳”型的见危不救行为有根本性的区别.

就刑事法理论层面而言,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与刑法谦抑性是相抵牾的.同时,也模糊了“道德秩序感”与刑事社会治

理的界限.就社会现实层面而言,见危不救行为存在时空范围难以界定、司法主观裁断风险较大等特点,结合见危不

救行为犯罪化与当前社会综合治理水平之间的较大认知鸿沟,盲目对其进行犯罪化处理恐有悖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并最终难以达到刑事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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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问题的提出及定义辨析

(一)问题的提出

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呼声由来已久。 从世界范围内

看，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先后将见危不救行为做

了一定程度上的犯罪化处理。 而我国刑法立法由于起步较

晚，该行为长期处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的评价范围之内。

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化媒体异军突起，将一系列社会隐藏

问题公布于大众的视野之内，其中针对见危不救事件的媒体

报道更是对社会大众朴素的道德秩序感产生了冲击。 与此

同时，也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呼声与主张带入了法律界

的视野。 然而，就是否应将见危不救进行犯罪化处理的问

题学界一直未达成一致。

从一般社会大众的角度考虑，刑法作为惩罚犯罪、保障

人们基本权利的保障法，应当对此类见危不救的行为予以犯

罪化的处理，从而对此类行为做出法律上的正确向导。 但

是，虽说犯罪化是民意的主流取向，但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终究是刑事政策所要面临的终极问题，刑事政策在将一个社

会行为犯罪化到刑法之中，尚需考虑社会可承载能力、刑法

内部理论的协调性等诸多问题。 即刑事政策学、刑法学、

犯罪学理论等所体现的“刑法理性”对立法犯罪化与非犯罪

化的指导作用。 客观需要决定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取向，

而刑法理性影响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适度。 对此，范忠信

教授指出，对他人危难而不予救助者，我国一般只认为是冷

漠、自私或不道德的行为，并不触犯法律，更不用说是一种

犯罪行为了。 因此，在大众期待和刑事政策层面考量是否

将见危不救这一社会行为予以犯罪之间，不免会形成一条隐

性鸿沟，这也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见危不救的定义辨析

见危不救作为描述此类行为的日常用语，是容易被大众

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由于刑法的学说与规范均是极具专业

性的，即陈兴良教授所倡导的法律专业应当具有的“门

槛”。 据此，某一社会概念若希求被刑法评价进而做出犯罪

化的处理，就必须首先与刑法内部固有的相关理论进行衔

接，从而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义。

首先，应将见危不救行为的犯罪化与刑法当中的不作为

犯罪理论相区分。 见危不救行为与不作为的犯罪在外观上

是极为相近的。 二者均是“当为而不为”从而导致危害结

果的发生；但是二者又具有根本区别，不作为犯罪之所以被

学界与实务界采取肯定的态度，就在于不作为犯罪是具有义

务来源的，而这种义务的来源又是基于法律的基本规范精神

的。 易言之，不作为犯罪之所以犯罪化就是因为其义务来

源是被法律所评价的。 而这种义务来源按照当前学界的通

说可以概括为四种，即：“(１)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２)职

务或者业务上的义务；(３)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４)先行行

为引起的义务”。 阐明了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之后，不难

得出，见危不救的义务来源应当是纯粹的道德层面上的。

若非如此，那么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主张将失去其原本的

价值。

其次，应将见义勇为层面的见危不救与“举手之劳”的

见危不救相区分。 所谓见义勇为的见危不救即，被救助者

面临着重大的生命威胁，而这种威胁也有极大的可能波及救

助者。“见义勇为者要面临的常常是巨大的危险甚至是生与

死的考验，付出的是鲜血乃至生命。 我们无法要求每个人

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时都能奋不顾

身地出手相救，因而，面对见义不为型的见危不救行为，只

能在道德上予以谴责，而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

而“举手之劳”的见危不救则不同于见义勇为类型的见

危不救，此类见危不救行为，虽然同样是被救助人处于生命

安全的威胁之中，但是这种威胁已经结束或者是这种威胁本

不会波及施救人。 换句话说，施救人只要通过对自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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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损害的“举手之劳”便可以使被救助者脱离生命威胁。

可见，见义勇为的见危不救与“举手之劳”的见危不救是具

有本质区别的。 前者由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与道德上的

不作为形成了合理的对冲(情有可原)而不应当被纳入犯罪化

的讨论范围之内；后者由于不具有与道德上的不作为对冲的

合理利益，所以其对社会道德的塑造和影响是极为负面的，

因此，应将其纳入犯罪化的讨论之中。 但是将此类行为纳

入犯罪化的讨论之中并不是肯定其犯罪化的合理性，这是两

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综上，本文探讨的见危不救行为的犯罪化，是指行为人

在遇到他人遭受不法侵害或处于危难的时候，行为人自己在

那种情境当中有能力对他人提供救助且这种救助不会对自己

或者第三人造成明显的不利后果，而行为人却不施予救助，

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二、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理论困境

(一)刑法具有谦抑制性

刑法谦抑性与体现其精神的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框定着

近现代刑法规制的边界。 将“举手之劳”见危不救行为犯

罪化是有违刑法谦抑性的。 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要求刑法不

能过多地介入社会生活当中。 刑法作为社会的最后一道防

线，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极为有限的。 固然刑法的强制性

往往使人将其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联系起来，但是也正是这

种强制性的特征，使得刑法的人文关怀性逊于其他部门法。

若将本文所探讨的见危不救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是过于操切

的，在民法与行政法等前置法没有对该行为做出规制之时，

就证明其前置性义务还未被纳入法律的评价体系之内。 若

此时为了迎合大众的内心道德需求，从而在短时间内实现

“亲者痛，仇者快”的目标，那么之后所有道德层面的“当

为”均会被直接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之内，从而使得民法等

前置法对社会的规制作用大大降低，甚至失去法律在社会当

中的实效，这是极为不妥的。 所以从刑法应当保持谦抑性

的角度来看，见危不救犯罪化是不可行的。

(二)道德义务应当与法律义务划定明确的界限

刑事制裁固然与道德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每种行为

的犯罪化尤其是自然犯的产生均是对特定社会条件下道德的

回应。 这种观念来源于古典的报应刑主义即：“一个人应当

受到惩罚是因为他所犯下的错误，因为他对社会有所亏欠，

由此产生的惩罚代表着一种偿付观念，即如果一个人对他人

或社会造成了伤害，那么它就必须对此付出代价”。 但是在

纯粹的制裁观念而没有合理的社会道德支撑的情况下，则会

造成刑法的实施由于根基不稳而对法律权威性产生破坏。

以美国早期部分州将流浪与长期酗酒犯罪化并纳入刑事制裁

的范围内为例。 导致这两种行为犯罪化的动因，并非二者

违背了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因为二者经常是治安

管理的难点，将其纳入刑事制裁的范围内是希望将其逼迫至

移居地，从而减轻本州的治安压力。 但是这样做会使得流

浪者以及酗酒连同酗酒者的家庭对此项禁令的强烈抵触，进

而发展到对整体法律秩序的抵触，从而迫使此类禁令被废

止。 这说明，不能将部分人的“道德秩序感”盲目地做出

刑法上的回应，从而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受到负面影响。

再者，从心理学反向激励角度来看，若将本文探讨的见

危不救犯罪化，将会造成大众由于惧怕遭受到刑罚的可能性

而避免前往危险发生地，从而使得需要救助者的被救概率大

大下降，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是非常不明智的。 综上，

不论是从刑法的权威性还是从实际可能达到的反向激励的效

果来看，笔者认为应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严格区分，从而

达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

三、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现实困境

(一)司法认定困难

若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则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司法

上如何操作的问题。 综合考量之下，将此类行为犯罪化，

司法操作是十分困难的。

首先，犯罪主体的确定标准难以确定。 见危不救前提

是要“见”，那么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来确定犯罪主体呢？

如果一个见危不救行为的犯罪主体有明确的不多的犯罪主

体，可能在认定上不会有太大困难，但若是在人流量很大的

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犯罪者可能上达千人，此时如果像杨玲

老师所说的应当“追究每个见危不救者的责任”，显然会给

司法造成困扰，从现实考虑也不具有合理性。

其次，即使确定了以上的距离范围，时间范围的确定也

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若不划定时间范围则会造成处罚范围

的不当扩大，从而使得不同时间段经过的该距离范围不特定

多数人都具有被施以刑事处罚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划定时

间范围，那应当以多长时间为标准呢？ 如果勉强说距离范

围有监控设备可监视范围(这其实没有考虑没有监控设备的

情况，是一种不严密的说法)作为标准，那么时间范围以什

么为标准呢？ 这标准的合理性又是为何呢？ 这都是一些具

体操作上不可回避的难题。

再次，对于在某种情境下施救人是否具有威胁是难以做

出事前判断的。 上面所提到的应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限

定在“举手之劳”的见危不救的用意便是，希望在此情况之

下给行为人更多的意志自由的操作余地，从而为之后赋予其

法律责任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但是此种情境是否对

施救人有威胁应当进行事前判断，而在那种急切的情况下，

行为人是大概率不能进行理性的判断与分析的，所以这就不

免将此判断权赋予了法官，这样就会导致一种对行为人极其

不公平的局面，即原本是影响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因

素，却是由法官进行裁决的时候自由裁量的，这就极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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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人入罪容易而出罪难的尴尬局面。

(二)社会治理水平不相匹配

从本文开头列举的将见危不救犯罪化的众多国家来看，

基本是发达国家。 相比这些发达国家，我国的平均生活水

平还有着一定的差距，这就导致了在相同情形下发达国家的

人们“见危而救”的后顾之忧较少。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

礼节”，其道德的认知水平自然是较高的。 若在此阶段，不

首先考虑从社会经济建设以及道德建设角度出发进行处理，

而直接跳过建设阶段进行刑法规范的强力压制，可能会产生

适得其反的治理效果。

社会越多元化，为同一化道德标准所要付出的成本自然

是越高。 因为从社会治理层面多角度全方位地治理，才能

在达到预期治理目的的同时，弱化由此衍生而来其他尖锐的

社会矛盾。 加之我国不同于以上发达国家一元的处罚机

制，即只有刑法才有处罚的权力，我国是行政法与刑法处罚

的二元制。 这就导致我国刑法在行政法的处罚基础之上，

具有比其他国家更重的刑罚。 所以盲目地将此类行为犯罪

化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的不良后果。

四、结束语

回顾本文开头提到的“见危不救是否应当入刑”的问

题，笔者认为，见危不救非犯罪化是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发展

阶段的主张。 如果在社会物质、道德建设等条件不具备之

时，为迎合大众心理预期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犯罪化，或者

是出现过度干预性的政府强力手段，最终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可能远不如我们预期得那样好。 因此，对于见危不救的问

题，还是保留在道德约束的程度内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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